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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隱喻與意識形態的美學突圍
———20 世紀八十年代“美學熱”的潮起潮落

李聖傳

［提　 要］ 　 作為感性解放的符號隱喻，通過“共同美”、“人性、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以及《巴黎手

稿》等論爭，美學不僅負載著後“文革”意識形態突圍重建的思想重任，還因契合社會普遍的情感結

構而形成“美學熱”潮。 從“先聲”、“起點”到“高潮”再到“降落”、“沉寂”，20 世紀八十年代“美學

熱”的潮起潮落，不僅在馬克思人道主義思潮與意識形態話語拮抗中提供了感性突圍的源動力，還
在現代性重建訴求中跨越哲學、文學、社會學、政治學等思想領域，並在“新啟蒙”面相中凸顯出美學

論爭及其話語實踐的獨特意涵，具有思想啟蒙、感性解放與文化開拓的多重思想史意義。 “美學熱”
的沉寂，不僅是意識形態成功突圍後變革力量淡化的退場，還是美學話語不斷泛化和實用化後向日

常生活的回歸。 從公共領域向學科話語的轉型，也預示著美學由歷史中心舞台退場後漸趨回落到

知識型美學話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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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改造—百家爭鳴”的“大環境”與“小氣候”中，新中國成立初便旋起了一場全國性的

“美學大討論”。 儘管這場討論在知識水平、話題論域、思想方法等層面均較為初步，卻激發起人們

對於美學的想象與熱情，更培養了一大批青年美學愛好者。 只因“極左”勢力蔓延，這次美學熱潮

才被迫平息。 然而，美學大討論的“未完成性”以及參與這場討論的學人及其學術觀點，卻成為新

時期美學再次爆發的起點。 在 1978 年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促動下，到 1984 年清

除精神污染這一時段內，“美學”作為政治隱喻的符號，負載著意識形態思想突圍的話語重任，再次

引發社會熱潮。 作為思想啟蒙、感性解放與文化開拓的旗幟，“美學熱”的話語實踐及內部張力極

具思想史意義。 據此，深入勾勒“美學熱”的緣起始末，揭示話語論爭的知識傾向及思想論域，尤其

是反思美學話語實踐的歷史複雜性及其隱喻的社會思想主題，在今天顯得尤為必要。

一、先聲：後“文革”與“形象思維”再討論（1977~ 1978）

“美學熱”作為一場感性解放的思想潮流，發源於意識形態領域的政治鬆綁。 而意識形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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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鬆動，除以“天安門詩抄”“朦朧詩”及“傷痕文學”等為代表的“自下而上”的對自由平等價值訴

求的文藝表現外，還來自思想領域“自上而下”的文藝政策調整。 在文藝與意識形態領域內，最具

代表性的就是思想方法上對“四人幫”所謂“文藝黑線專政”論的反抗，而其突破口則是關於“形象

思維”的再討論。 因此，“形象思維”討論也成為“後文革”語境中思想解放背景下“美學熱”的

先聲。
“形象思維”作為一個文藝領域的重要話題，在西方有著漫長的發生發展過程，在中國同樣有

著複雜的流變歷程。 早在 1930 年代，受蘇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影響，胡秋原《唯物史觀藝術

論》、周立波《文藝的特性》以及胡風《劍、文藝、人民》等著作中便對“形象思維”概念有過探討。①在

1940 年代，蔡儀在《新藝術論》中也對“形象思維”進行了理論闡釋，提出“藝術的認識是形象的思

維”。②在 1950 年代向蘇聯學習語境中，從哲學認識論探討形象思維的文章愈發增多。 譬如，霍松

林《試論形象思維》③、陳湧《關於文學藝術特徵的一些問題》④、周勃《略談形象思維》⑤、黃藥眠《初
學集》⑥、蔣孔陽《論文學藝術的特徵》⑦、毛星《論文學藝術的特徵》⑧及李澤厚《試論形象思維》⑨

等，均就形象思維的特點、過程以及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的聯繫區別等進行了探討，更在“百家爭

鳴”氣氛中與“美學大討論”形成互動。
然而，到 1966 年《紅旗》雜誌發表鄭季翹《文藝領域中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對形

象思維論的批判》時，“形象思維”問題瞬間被置於“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體系”和“現代修正主

義文藝思潮”的位置上，並指出：“如果不徹底破除形象思維論這個反馬克思主義的體系，那就等於

給反社會主義的文藝在認識論的根本問題上留下一掩蔽的壁壘。”⑩自此，“形象思維”與美學問題

一道，成為“文藝黑線”的理論禁區。
文藝領域的反“形象思維”，不僅造成藝術情感、藝術精神與藝術形象的喪失，更造成文學領域

內“假大空”、“概念化”與“模式化”等諸多弊端。 這種不足直至“四人幫”倒台，在清理“文藝黑線

專政”的潮流中才被扭轉過來，而其突破口同樣肇始於毛澤東談詩的“形象思維”問題。 在中央有

關部門安排下，《人民日報》1977 年 12 月 31 日登載了一封《毛主席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信
中指出：“詩要用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宋人多數不懂詩是要用形象思維的，一反唐

人規律，所以味如嚼蠟……要作今詩，則要用形象思維方法。”

必須注意到兩點：一是 1977 年 12 月，儘管“四人幫”已倒台，但“兩個凡是”的主張仍在思想文

化領域發揮主導作用；二是《人民日報》在重大節日發表毛澤東的信，既是一種理論的方向性指示，
又意味著思想領域將此信“作為一個重大行動來處理”。僅從信中傳達的內容來看，雖然十分簡

短，但毛澤東對“形象思維”在詩歌創作中的重要性給予了特別重視，不僅將文藝的藝術標準與政

治宣傳區別開來，還為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批判地研究文藝理淪遺產提供了典範。與此同時，儘管

這封信是毛澤東 1965 年 7 月 21 日寫給陳毅的，但並不妨礙它在 1977 年底首次發表後再次成為當

時文藝界乃至整個社會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藉助毛澤東這封信，不僅直接肯定了藝術創作中

“形象思維”的重要作用，更否定了此前文藝中出現的諸種“違反文藝創作規律的荒謬主張”。

緊接著，《詩刊》、《人民文學》圍繞信的發表紛紛組織召開文藝界座談會，還在 1978 年元旦後

陸續刊出圍繞“形象思維”問題的討論文章。 《詩刊》座談會紀要寫道：“毛主席在信中，總結了我國

歷代詩歌創作的豐富經驗，闡明了詩歌創作以及各種文藝樣式的藝術規律，指明了新詩的發展方向

和道路，對我國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發展，具有極其深遠和重大的意義。 毛主席的信，也為我們批

判‘四人幫’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和文化專制主義，尤其是為我們當前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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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爭，提供了十分銳利的武器。”可以說，正是在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歷史基點上，毛澤東這

封信的發表具有了歷史轉折性意義。 它不僅重啟了文藝界對“形象思維”問題的討論，還意味著思

想文化領域的變革調整。
由毛澤東“形象思維”發表為引子，自 1978 年起學界再次旋起“形象思維”的熱烈討論，蔡儀、

李澤厚等一大批理論家紛紛撰文參與論爭，由此成為社會“感性解放”的突破口。
現在看來，“形象思維”的再次論爭不僅對“徹底砸碎‘反形象思維’論這個精神枷鎖，堅決推倒

‘文藝黑線專政’論”具有重要意義，還有力地澄清了“形象思維”對於文學藝術和美學的重要性。
譬如蔡儀指出思維的特點在於它是“形象的”並且“無礙於思維作用，無礙於理性活動，也無礙於思

維的邏輯性”。饒芃子指出：“文藝作品要塑造藝術形象，就不能不運用形象思維。 否定了形象思

維，就是否定了文藝的特點，否定了文藝創作的客觀規律，也就是否定了文藝這種社會意識形

態”。 在論爭中，部分學者還就“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及“美的問題”之聯繫與區別進行了探

討。 李澤厚提出藝術的本質不僅僅是認識，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不僅是認識方式和認識對象的不

同，其作為認識的根本意涵也不同，因為形象思維並非從形象到形象，在邏輯思維準備的基礎上，還
需各種心理因素的交織，從情感到理解、從知覺到想象等創造性的思維過程。蔣孔陽也就“形象思

維———邏輯思維”進行了辨析，認為“文學藝術應當按照文學藝術創作的特殊規律，用形象思維來

進行藝術構思”。隨著討論深入，學者們越發意識到形象思維的重要性並提出：“形象思維是文學

藝術認識的規律。 美是文學藝術的本質特徵。 形象思維的深入探討，必將涉及美的問題”，“沒有

形象當然就沒有美；沒有形象與思維的對立的統一，也就沒有藝術的美”。

必須看到，1978 年關於“形象思維”再討論是對鄭季翹 1966 年《紅旗雜誌》所發文章在思想觀

點上的撥“亂”與反“正”。 借助毛澤東“談詩”重提“形象思維”，不僅是理論層面上就文學藝術與

美學問題在學術上的澄清，還是特定歷史文化語境中對文藝專制思想的反駁、調整及其對意識形態

的一次試探性抵牾，因而有著獨特的歷史意涵。 首先，是理論層面上“未竟”學術爭鳴的繼續。 其

次，對“文藝黑線專政”思想的撥“亂”反“正”。 再次，由“形象思維”帶出對美學問題的思考，促成

了思想解放浪潮下“美學熱”的先聲。
總體而言，1978 年“形象思維”問題的再討論，作為後“文革”文藝語境中的一樁重要事件，既

通過文藝切口為思想意識形態領域衝出“文革”營造了氛圍，又在“形象思維”與“美的問題”上為

美學形成熱潮提供了感性解放的土壤。

二、起點：關於“共同美”問題（1978~ 1979）

如果說“形象思維”再討論在“人”的感性情感的復歸中為思想文化的鬆動營造了學術氣氛，使
得美學問題逐漸升溫並扮演了“美學熱”的先聲，那麼“共同美”問題的提出與討論，則成為“美學

熱”的發端。 正因“共同美”的討論，不僅直接反駁了盛行已久的“階級論”觀點（即在階級性、人民

性的立場上否認文藝與美學中的“人性”與“共同性”），還接洽起五六十年代“美學大討論”的戰

火，再次點燃了老一代美學家以及知識青年的熱情。
從 1942 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到“延安整風”，到 1950 年代“美學大討論”，再到

1960 年代“以階級鬥爭為綱”時期，尤其是“文革”十年，諸如“人性”、“共同美”等話題始終是一大

思想禁區。 因為“階級性”要高於“人性”，不同階級之間（如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地主與貧下中

農）不可能存在“共同美”。 然而，在撥亂反正的國家意識形態調整期，“共同美”問題與“形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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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問題一樣被提上日程。 當然，這一敏感話題與“形象思維”類似，觸發點同樣是毛主席對此有過

直接論述。 起因是 1977 年《人民文學》第 9 期發表了何其芳遺作《毛澤東之歌》，首次披露毛主席

在談話中曾提出一個很重要的美學理論問題，即：“各個階級有各個階級的美。 各個階級也有共同

的美。 ‘口之於味，有同嗜焉’。”

毛主席關於“共同美”的意見，無疑給初顯鬆動的思想文化界“人為地衝開了這個禁區”，由

此拉開了一場關於“共同美”的爭論。 這場討論在 1979 年前後形成高潮，並在有無“共同美”、“共
同美”的意涵、“共同美”的表現以及“共同美”產生原因等層面展開了深入研討。 僅就“有無‘共同

美’”問題，討論便形成鮮明對立的兩派意見：
一派是少數反對者，堅決否認“共同美”存在。 這其中又存在三種不同觀點：一是從“審美活

動”出發否定“共同美”，認為“美的意識從誕生的時候起，便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因而在審美活動

上無法有“超階級”的“共同美”存在，至於進步作品能引起不同階級“共鳴”也在於藝術作品表現

出的“人民性”而非“共同美”；二是從“審美對象”出發，認為美是“勞動歷史的產物”，美與不美由

歷史、勞動與人民決定，因而所謂“共同美”也就不存在。 三是從“客觀美”出發，認為沒有階級的美

也就沒有與“階級美”相對立的“共同美”。

另一派則是絕大多數支持者，充分肯定“共同美”存在，並形成如下三種觀點：其一，美是客觀

且不依存於人的主觀意識，因而具有“共同美”。 覃伊平認為“美是客觀的，美對不同階級來說應是

共同的”，特別諸如桂林山水、西湖美景等“非意識形態的美”尤其如此。其二，美感及來源非常複

雜，因而不同階級有不同的美感也有“共同美”。 朱光潛認為“不同的階級確實有不同的美感”，但
因美感及來源異常複雜，因而在“不同時代、不同民族和不同階級有共同的美感”。楊振鋒也認為

“有些東西確實能引起不同時代不同階級的人都產生美感”，但必須在“某種條件下對事物取得一

致的認識”，尤其是在“自然美和形式美”之中，因此“共同美與美感的階級性並不矛盾”。其三，不
同階級有“共同美”，但來源於人們的社會實踐。 王振復認為“共同美”源於“客觀存在的美本身的

相對共同性”以及“不同階級的人在一定條件下積極的共同的社會實踐所決定”，只有當“階級的人

們由於正在從事相對共同的、積極的社會實踐，不懼怕客觀真理，並且能夠對這種真理的形象加以

欣賞時，才能面對同一審美對象，產生相對共同的美感”。

在肯定“共同美”存在基礎上，許多學者還反對將“共同美”問題與“階級性”簡單劃等號進而

用文藝“政治性”排斥“藝術性”的做法。 朱光潛便對“肯定共同美”即“否定階級觀點”進而將“共
同美”納入禁區的做法予以了嚴肅批評，認為這是一種“學風問題”，直接破壞了古今中外文藝文化

的批判繼承與交流借鑒。鍾子翱也認為“共同美的審美現象，是大量存在的”，決不可“把美感的階

級與共同美的審美現象，把政治上的排斥與藝術上的欣賞，完全等同起來”，強調“共同美的問題和

‘人性論’混為一談，劃上等號，是不正確的”。

隨著“共同美”問題討論的深入，“共同美”的社會根源、審美主體以及美感心理結構等問題也

引發關注。 楊治經認為：“在考察和分析產生和形成共同美的社會歷史根源時，必須既要考慮審美

對象，又要考慮審美主體。”邱明正提出，美離不開“審美主體的能動性和創造性”，“美的社會性”
也不能歸結為“階級性”，因為“審美主體———人、人性、人的本質並不能僅僅歸結為階級性或階級

的素質”。朱立元與張玉能則主張“放寬視界，打破禁區”並從“生理、心理基礎”的角度將“共同

美”問題的研討轉向“審美主體的內在方面”，因為“共同美”的基礎在於“多數正常人對某些美的

事物有共同美感的生理基礎”和“相同的心理結構”，而這些又都是“人類長期社會實踐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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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難看出，圍繞“共同美”問題的討論，不僅支持“共同美”的聲音佔據上風，還從美感突進到生

理、心理等審美主體層面。 當然，與“形象思維”一樣，關於“共同美”問題的論爭同樣有著學術層面

之外更為重要的時代意義。 一是“這次討論對於完整地、準確地闡述共同美的科學涵義，促進美學

研究的繁榮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作為“五十年代美學基本問題討論的繼續和延伸”，參與這

場論爭的有朱光潛等美學界的老前輩，也有朱立元、張玉能等美學新人，對新時期中國美學的傳承

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二是以“共同美”為起點，重新激發起學界對美學的熱情，充分接續起五六十

年代“美學大討論”的戰火，並在意識形態話語的感性突圍中成為“美學熱”的開端，隱喻並負載起

感性解放、思想開拓的時代歷史重任。 三是以“共同美”為切入點，攜手“形象思維”問題一起突破

思想禁區，為進一步碰觸“人性”“人道主義”和“異化”等敏感問題奠定了基調。
在後“文革”意識形態調整期，“共同美”與“形象思維”問題討論一樣，均以毛澤東的相關論述

作為觸發點，借此權威理據去對抗長久形成的“階級鬥爭”思維，進而衝開意識形態的閥門，實現思

想解放。 這種意識形態領域的艱難突圍，既有國家意識形態變革的需求，更有廣闊的社會心理基礎

和時代土壤。 因此，當“共同美”成為思想解放的決堤口後，由此井噴出的社會磅礴動力，不僅扮演

了一場狂飆突進式的“美學熱”潮，還將美學推向到社會最前沿，扮演著全社會感性解放與文化開

拓的角色功能。 一場公共領域內由全民共同參與的“美學熱”，正徐徐拉開帷幕。

三、高潮：美學會相繼成立與美學刊物大量發行（1979~ 1982）

在“形象思維”與“共同美”問題討論沖決下，思想領域的韁繩日漸鬆弛。 1978 年 12 月，鄧小

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以及緊隨其後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更加

明確地將“勇於思考、勇於探索、勇於創新”和“促進群眾解放思想、開動腦筋”的要求，在國家政

治意識形態層面向社會發布出來。
解放思想的國家意識形態要求，加上此時正在持續發酵的關於“形象思維”與“共同美”問題討

論，“美學熱”的爆發便水到渠成。 這種爆發的動因也可從當年“美學熱”最重要的標志性事件———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美學室主辦的《美學》雜誌創刊號的“編後”中得到呈現：

在我國，美學還是一門年幼的學科。 解放前，只有少數人進行過零散的研究。 解放

後，開展過一些學術討論，為進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由於林彪、“四人幫”的破

壞，十多年來，美學園地，一片荒蕪。 現在，“四人幫”倒台了，美學也獲得了新的生機，無

論是美學專業工作者還是業餘愛好者，都希望有一個美學刊物。 《美學》（第一期）正是這

種大好形勢的產物。

因五六十年代“美學大討論”已充分激發起人們對於美學的興趣，限於“極左”思潮的蔓延，美
學問題討論才被迫終止。 在“解放思想”的新形勢下，繼續圍繞相關問題進行研討也就大勢所趨。
因美學屬於“一門年幼的學科，文化革命前，關於美學方面的一些文章”沒有“專門的刊物發表”，

但在思想解放的語境下，為配合美學討論，各類美學刊物以及全國各地美學學會組織相繼成立則成

為勢不可擋的重要文化事件，並為美學形成全社會的熱潮提供支撐。
學界通常將 1979 年視為“美學熱”的開端，其標志性事件有三：一是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美學室

主辦的當代第一本美學專業刊物《美學》問世；二是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理論室主辦的《美學論叢》發
行；三是各種美學專著大量出版。

1979 年 1 月，由李澤厚實際負責，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美學室和上海文藝出版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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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理論編輯室合編的《美學》正式出版，這也是中國當代美學研究的第一份專業刊物，俗稱“大美

學”。 這份刊物的主要特點有三：一是作者群廣泛，但主要以“實踐美學”的擁護與建構為主；二是

內容豐富、視野廣闊，除關注“形象思維”、“巴黎手稿”等熱點問題外，還發表了大量關於中國古典

美學、蘇聯美學以及西方現代美學的研究論文；三是重視美學研究與藝術的關聯，尤其強調對門類

藝術的探索，大大拓展了美學研究的空間，對當代美學學科的發展起到助推作用。
緊隨其後，蔡儀負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理論室編的《美學論叢》也宣告問世，由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和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俗稱“小美學”。 這份刊物的特點同樣有三：一是作者

群基本固定，大多是蔡儀學生以及持蔡儀相似觀點的學者；二是重視對《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

稿》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作品的討論研究；三是與李澤厚“大美學”辦刊思路一致，蔡儀“小美學”
同樣十分重視對中西美學與藝術的關注，有力地促進了文藝學界對於中西方美學、文論的研究

興趣。
與上述兩份“同人”刊物相伴而行的是各種美學專著得以陸續譯介和出版。 黑格爾《美學》（商

務印書館）、蘇聯鮑列夫《美學》（商務印書館）、匈牙利巴拉茲《電影美學》（中國電影出版社）、劉丕

坤翻譯的《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修訂本（人民文學出版

社）、劉綱紀《書法美學簡論》（湖北人民出版社）、施昌東《先秦諸子美學思想述評》（中華書局）以
及李澤厚《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人民出版社）等相繼出版，極大推動了社會對美學的關

注和研究熱情。 到 1980 年，“美學熱”真正進入高潮，這尤其表現在如下方面：
首先，美學刊物繼續大量創刊發行。 《美學譯文》在創刊號“後記”中明確指出：“為了適應廣大

哲學、美學、文藝理論工作者及美學業餘愛好者的迫切需要……組織編譯了《美學譯文》……介紹

美、英、德、俄、日、意等國有代表性的美學著作和美學論文。”從刊登文章看，的確體現了國別、譯
文的多樣化：既有歐美美學也涉及東歐與日本美學，既有哲學美學、心理美學、門類美學也有對經典

專著的介紹，尤其是對當代外國美學思潮如結構主義美學、符號學美學、格式塔美學等均有介紹。
其次，《美學》第 2 期發表了朱光潛重譯的《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此為引子又刊發了

朱光潛《馬克思的〈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美學問題》、鄭湧《歷史唯物主義與馬克思的美學思

想》和張志揚《〈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美學思想》三篇對“巴黎手稿”解讀的論文，引發了學界持

續多年的“手稿熱”。 《巴黎手稿》與馬克思主義美學問題，也成為“美學熱”中極為重要的一頁。
再次，1980 年 6 月 4 日至 11 日“中華全國美學學會”在昆明成立並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美學大

會。 這次歷經多時籌備的美學會議，不僅得到中宣部主管文藝工作的負責人周揚的指導，還選舉

出周揚為名譽會長、朱光潛為會長，制定了“學會工作計劃綱要”以及“關於美學工作的情況和建

議”，同時還成立了“全國高等學校美學分會”，由馬奇擔任會長。會後，關於美學大會的成立以及

學術研討情況，《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研究》、《國內哲學動態》以及《美學》等刊物都進行了詳細

報道，引發全國關注，由此形成極為深遠的影響。

此外，教育部同年 10 月又委託新成立的“全國高等學校美學分會”和北京師範大學哲學系聯

合舉辦了全國高校首次美學教師進修班，以適應高等院校對美學課程的迫切需要。 進修班先後邀

請到朱光潛、王朝聞、汝信、蔡儀、李澤厚、馬奇等著名美學家到場授課，培養了一大批美學師資力

量，滿足了全國高校學子的渴求。 1981 年 1 月培訓結業後，由講稿匯編而成的《美學講演錄》於 10

月出版，引發廣泛反響。 隨後，全國各高校紛紛開設美學課程，招收美學研究生，美學盛況空前。
以上“刊物熱”、“手稿熱”和“中華美學學會”成立及其後續效應，不僅構成了“美學熱”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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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徵，還反哺推動著“美學熱”的縱深推進。 到 1981 年，“美學熱”進入全盛期，並開始向全社會各

領域蔓延。
一是 2 月 25 日，由共青團中央以及中華美學學會等聯合發起的“五講四美”活動在意識形態

力量的促動下開始向全國推行。 作為“美學熱”的重要社會表徵，其對“美學熱”同樣起到推波助瀾

的效果。 在“五講四美”活動的號召下，“為了培養青少年對自然界、社會生活、文藝作品健康的審

美觀點，提高他們識別美醜的能力，以養成高尚的情操，建立文明的生活方式，樹立共產主義人生

觀”，湖南人民出版社也創辦了《美育》叢刊，受到讀者好評，被譽為“進行‘五講’‘四美’活動的好

教材”，配合並促進了“美學熱”的發展。
二是 1 月和 3 月，繼中華美學學會成立之後，“上海市美學學會”和“湖北省美學學會”相繼成

立並各自舉行了第一次美學學術研討會。 上海市美學學會選舉蔣孔陽先生為會長，主張總結藝術

實踐，開展多樣化的活動為中國美學發展做貢獻。湖北省美學學會選舉劉綱紀先生為會長，並圍

繞“人的本質和美學的關係”、“中國古代美學”、“美學研究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等議題進行

了研討。

三是 6 月 29 日至 9 月 28 日，受教育部和中華全國美學學會委託，上海美學學會和上海戲劇學

院聯合舉辦了全國高校美學第二期教師進修班。 此次進修班同樣邀請到李澤厚、劉綱紀、汝信、朱
狄等著名美學家進行學術報告，並組織了各種藝術欣賞活動。

此外，除“五講四美”活動向全國推廣以及各地美學分會紛紛成立並舉行各種研討活動外，多
種重要美學著作也紛紛出版。 “美學熱”由此進入鼎盛時期。

1982 年，“美學熱”繼續保持旺盛發展的勢頭，不僅圍繞《巴黎手稿》等美學問題發表了多篇論

爭文章，還接連創辦了多份美學刊物，其熱潮還開始向其它學科延伸拓展。
首先，美學刊物繼續大量創辦發行。 山東人民出版社由蔡儀主編的《美學評林》創刊，在“發刊

詞”中強調“不是為了立一家之言，或者先存門戶之見，而是想作為在美學方面實現‘百花齊放，百
家爭鳴’的一個小小園地”。重慶出版社由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和重慶市文聯合編的《美的研究與

欣賞》創刊，在“發刊詞”中同樣提出“普及美學知識、提高人們審美能力”的希望。同時，重慶出版

社由四川省社科院文學所編的《美學文摘》創刊，這份文摘可謂是學術資料性的重要刊物，主要以

摘編報刊上有代表性的美學論著為主。此外，在 1982 年後，中國藝術研究院外國文藝研究所編的

《世界藝術與美學》創刊、武漢大學出版社劉綱紀編的《美學述林》創刊、復旦大學出版社蔣孔陽主

編的《美學與藝術評論》創刊、商務印書館汝信主編的《外國美學》創刊、內蒙古人民出版社胡經

之主編的《文藝美學論叢》創刊，以及《美學新潮》《美學文獻》、《技術美學》、《藝術美學文摘》等刊

物，也如雨後春筍般發行，顯示出美學熱潮的強勁動力。
其次，隨著“美學熱”的持續發酵，美學逐漸向其它學科輻射拓展。 如哲學、文藝學研究也紛紛

轉向美學，尤其是“文藝美學”的學科拓展，為美學與文學的發展開辟了新的道路並獲得持續發展。
從 1980 年胡經之在中華美學會議上提出“文藝美學”，到 1982 年發表《文藝美學及其它》，到 1986

年山東大學中文系發起召開的“首屆全國文藝美學討論會”，再到新世紀以來文藝美學學科方向的

繁榮發展，可以說“美學熱”不僅為文藝美學學科的草創發展提供了沃土，還為美學自身的學科縱

深拓展開辟了新航向。

再次，“美學熱”不僅引發各地學生自發性的成立“美學興趣小組”，還促成了美學研究生的“報
考熱”潮。 當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武漢大學等高校美學研究生的競爭極為激烈。 受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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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高建平、王一川、王嶽川、張法、徐碧輝等青年學子均紛紛選擇報考美學領域的研究生，對當代

中國美學的學科發展形成重要影響。
此外，受美學的知識刺激，諸如文藝領域內“文藝審美本質”等問題也成為當時不斷論爭的話

題，而詩歌領域“新的美學原則的崛起”乃至“主體性論爭”的發動，也均與當時的“美學熱”潮流緊

密關聯。 當然，在 1982 年“美學熱”的強勁熱潮中，美學著作也持續著此前的出版熱潮。 如蔡儀

《美學論著初編》、朱光潛《朱光潛美學文集》、宗白華《宗白華美學文學譯文選》、高爾泰《論美》等，
均在此時陸續出版。

從 1979《美學》創刊，到各級美學學會先後成立、各類美學刊物相繼創刊、各種美學培訓班陸續

舉辦，再到美學在高校學子中的廣泛歡迎，均映襯出時代對“美”和“美學”的渴求。 作為人們感性

表達原始慾念、生命衝動以及追求自由的情感宣洩的隱喻符號，美學話語深深擊中了時代精神的血

脈。 尤其當這種“美學熱”過渡到“文化熱”，與中國感性審美傳統和“現代化”相關聯時，更爆發出

感性解放之外更高層面的思想動力。 當然，思想解放背景下意識形態的鬆綁為美學發展提供了契

機，也是“美學熱”真正得以興起、鼎盛並引發全社會熱潮的底色所在。 而一旦這種感性解放的話

語渴求與意識形態相抵牾，其內部的思想動力則會收縮，其“熱度”也勢必退潮。

四、降落：清除“精神污染”與反“資產階級自由化”（1983~ 1984）

作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部分，“美學熱”在 1970 年代末 1980 年代初獲得了思想文

化領域的支撐，有效扮演著走出“文革”的思想解放重任，因而其營造的社會“熱潮”也滾滾向前。
然而，到 1983 年，由馬克思“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而引發的思想戰線上的“清除精神污染”政
策，對“美學熱”形成了重要衝擊並使其逐漸退潮。 緣起在於 1983 年 3 月 7 日，在紀念馬克思逝世

100 周年學術報告會上，周揚在中央黨校所作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特別

是“對有關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講法”引發了中宣部尤其是胡喬木的不同意見，引起鄧小平同志

的高度重視。 為此，在 1983 年 10 月 12 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

上，鄧小平作了《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這一重要講話，就“黨對思想戰線的領

導”尤其是“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作出重要指示。 講話中嚴肅指出：
理論界文藝界還有不少的問題，還存在相當嚴重的混亂，特別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現

象。 ……有一些同志熱衷於談論人的價值、人道主義和所謂異化，他們的興趣不在批評資

本主義而在批評社會主義。 人道主義作為一個理論問題和道德問題，當然是可以和需要

研究討論的。 但是人道主義有各式各樣，我們應當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宣傳和實行社

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在革命年代我們叫革命人道主義），批評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

中央高層對“人道主義和異化觀點”的批評，尤其從黨的思想戰線高度上對社會思想領域“精
神污染”現象的定調，使得中宣部連續召開涉及新聞、廣播、電視等多部門的會議布置，要求在文教

宣傳各領域加強“清除精神污染”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指導。受此影響，社會各階層掀起

了一股“清除精污染神”的潮流。 至 1983 年，各種期刊報紙上，以“清除精神污染”為題發表的文章

就達 140 多篇，內容涉及各個領域。 在學術領域，正如《文史哲》所指出的：“思想文化界的精神污

染問題”要特別地加以重視，尤其是“抽象地談論人的本質、人的價值和人性、人道主義等問題”，是
“思想文化界的精神污染”的一個嚴重問題，“決不可以輕視”，它不僅可能“在思想上造成嚴重的混

亂”，還可能“在政治上起離心離德的消極作用”，關係到“政治原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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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清除精神污染”的政策影響，正如火如荼進行的“美學熱”不可避免地受到巨大衝擊。 尤其

是關於“人性、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討論，作為“美學熱”的重要組成部分，更被直接遏止。 據資

料統計，作為當時“美學熱”的重要載體，中國社科院哲學所主辦的《美學》發表了大量引發爭議的

美學研究論文。 但受 1983 年“清除精神污染”影響，關於馬克思“異化”概念等問題的討論，此時已

經變成敏感的政治概念。 尤其是《巴黎手稿》中關於生產勞動、美的創造等理論問題的探討均不能

避開“異化”理論，因而便具有了“精神污染”的嫌疑。 由此，原本《美學》第五期組織好的研究“手
稿”的一組“重頭文章”被出版社“不經商量”地“撤掉”，因出版社領導怕“引火燒身”。如果說，此
事件尚無法足以說明“美學熱”受“清除精神污染”而開始逐漸“退潮”，那麼其餘幾份刊物的出版

發行量或許也能提供某些佐證。 據王善忠回憶，《美學論叢》曾有過“輝煌的年代”，“第一輯印過三

次，累計四萬五千冊；第二輯也印過兩次，累計二萬九千五百冊；第三輯印行一萬二前五百冊；第四

輯印了一萬三千九百冊。 但此後，每況愈下，到了第十、十一輯，各輯只印行一千一百冊。”從 1979

年第一輯開始的輝煌到 1983 年第五輯開始的衰落，除出版社方面因政策調整發生的原因外，或許

與當時整個思想風氣的轉型和“美學熱”的降落不無關係。
無獨有偶，高爾泰在 1983 年 11 月 2 日為《美是自由的象徵》寫作“前沿”時，也指出：“‘美學

熱’正在悄悄地降落下去。 代之而起的，是對科學技術和科學哲學、宗教哲學以及社會學、未來學、
人才學等等的日益高漲的興趣。”與此同時，高爾泰在“前沿（二）”中還指出：

我原先並沒有計劃要出這麼一本書。 本想繼《論美》之後，出一本《論人》。 某出版社

已將《論人》列入出版計劃，並作了預告。 後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一九八三年那時，
《論美》被禁止重印，《論人》的出版計劃也同時被取消。 本人也由於講了人道主義，被停

止上課，連研究生也不准帶了。 形勢一時十分緊張，處境一時十分困難。

如上種種，已充分表明，因“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引發的“清除精神污染”與“反對資產階級自

由化”的意識形態話語要求，使得“美學熱”受到直接衝擊。 不僅關於“人性、人道主義、異化問題”
論爭受到遏止，圍繞相關問題的美學論爭也受到衝擊干預。 有學者便指出，“美學熱”的分期，“從
1982 年至 1983 年，‘美學熱’顯然已跨入後期”，這種說法不無道理。

當然，作為“美學熱”降落的退潮期，餘溫尚存。 僅就美學學術領域而言，儘管發行量急劇減

少，但各種美學書籍仍在大量出版，各種刊物仍在不斷發行甚至創刊，各種美學活動也仍不斷舉行。
首先，各種美學活動仍在如火如荼舉行。 除 1983 年初趁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而不斷深入的關

於馬克思與“巴黎手稿”的美學討論及相關座談會議外，其它一些美學活動同樣吸引了大量學者的

積極參與。 如 1983 年 10 月 7 日至 13 日在廈門大學舉行的“中華全國美學學會第二屆年會”；10

月 17 日至 22 日由江蘇省美學學會、《江蘇畫刊》編輯部、省社科院文學所聯合主辦的“中國美學史

學術討論會”；1984 年 10 月 13 日至 18 日由中華全國美學學會、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學研究會以及

湖南人民出版社《美育》雜誌編輯部聯合舉辦的“全國美育座談會”；1984 年 10 月 24 日至 27 日，
中華全國美學學會與湖北省美學學會等單位在武漢聯合舉辦了“中西美學與藝術比較討論會”，

等等。
其次，各種適應“美學熱”潮流與需求的書籍仍在大量出版。 為適應“電大學員”以及“其他有

興趣學習美學的讀者”的需求，1983 年齊一、馬奇等編著了《美學專題選講匯編》，對美學基礎理

論、各種美學門類的知識以及中國古代、蘇聯等美學知識進行了介紹。 1983 年汝信《西方美學史論

叢續編》以及王朝聞《審美談》出版。 1984 年，開創中國美學史先河的李澤厚、劉綱紀《中國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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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出版，呂熒《呂熒文藝與美學論集》以及朱狄《當代西方美學》也相繼出版。
再次，各種成系列的“美學叢書”仍在相繼出版。 最具代表性的是由李澤厚主編的“美學譯文

叢書”。 該叢書雖然著手於“全國第一次美學會議”前後，但首次出版卻到了 1982 年，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率先推出了由繆靈珠翻譯的喬治·桑塔耶納的《美感》。 隨後，從 1983 年、1984 年直至

1992 年，又陸續出版了 40 多本美學著作。這套叢書在當時的出版，可謂是“美學熱”的結果，不僅

促動了“美學熱”的進行，還為隨後“美學熱”向“文化熱”的充分展開與縱深拓展奠定了學術基礎，
因而仍在餘溫中發揮其社會效應並持續其熱潮。

五、沉寂：“方法論”轉型與“美學熱”的退潮（1985）

在當代中國文藝思想史中，1985 年被公認為“方法論年”。 在八十年代，方法熱是文化熱的重

要表徵，卻更與“美學熱”交相輝映、密不可分。 尤其是“清除精神污染”形勢下對馬克思“人道主

義”意識形態的劃分，使得人們逐漸偏離對馬克思“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以及《巴黎手稿》的經典

詮釋，並走出“以詮釋馬克思為中心”的美學傳統路線，轉移到對美學方法論探尋上。 這正是 1985

年成為“方法論年”至為關鍵的內在線索。
在意識形態干預以及西方文論思潮譯介的雙重影響下，人們不得不由對馬克思主義為中心的

詮釋，走向到對美學方法論的轉型探求。 因此，在 1985 年前後，美學與文藝理論界幾乎人人熱衷談

論方法。
僅 1985 年，廈門、揚州、武漢就召開多次全國性“方法論”問題學術研討會，北京、上海還成立

了“新方法”專門研究室。 一時間，“方法論”熱度空前。 這種學科方法意識的轉型，使得人們紛紛

從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中吸收最新成果並與美學文藝學研究相結合。 在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
模糊數學理論、耗散結構理論、突變理論等新的科學方法的運用中，文藝學美學也獲得了新的發展

契機，研究視野得到開拓。
從研究視野看，最具代表性的如：林興宅《論文學藝術的本質》、劉再復《用系統分析方法分析

文學形象的嘗試》等對系統論的借鑒；黃海澄《從控制論觀點看美的客觀性》及《從控制論觀點

看美的功利性》、紫川《運用控制研究文藝與美學》等對控制論的借鑒；姜慶國《信息論美學初

探》、王一川《從信息觀點看藝術》、野桃《運用信息論研究文藝和美學》等對信息論的借鑒。
從研究領域看，美學研究已經從此前很長一段時期內對“美的本質”、“美學研究對象”等馬克

思主義美學路線轉移到其他研究領域中，尤其是技術美學、生產美學、環境美學、景觀美學、服裝美

學等領域。 美學研究中運用新方法，不僅拓展了美學的研究視野，還使得美學學科呈現出多元發展

態勢。 運用新方法論對美學的研究，也逐漸脫離傳統形而上學的哲學路線，更多地與系統論、控制

論、信息論等結合。 這些自然科學方法論對於美學研究的推動，使得美學研究除在對既有理論研究

的基礎上，又有自然科學方法對美學研究視野的開拓，使得美學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成為一種不

可阻擋的必然趨勢。

1985 年“方法論熱”對於美學、文藝學的開拓，貢獻無疑是多方面的。 王世德總結說，在“新的

角度與途徑研究美學界懸而未決的難題”、“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一體化交融進而產生亦此亦彼的

交融性學科”、“面向廣闊的生活中多樣的審美領域”、“啟發美學廣開門路，兼收並蓄、面向各個學

派”、“學科縱深發展與滲透綜合”、“橫向新興學科的出現”等方面，都有歷史貢獻。 尤其是 1985

年“方法論熱”還改變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美學研究中重觀念輕方法乃至沒有方法論自覺的缺陷，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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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激發了美學研究的熱情，還形成了美學研究多元方法論的格局。 當然，其局限也是明顯的，除科

學主義思潮背景下“方法論”熱潮表現出一種“純技術運用”的傾向外，“將方法出新等同於觀念創

新”、“混亂了方法的層次秩序與相應規範，忽視美學研究方法的特殊性”也是研究中顯露出的

缺陷。
除對“方法論熱”歷史功過的省思外，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在“清除精神污染”之後的 1985 年，

也就是“美學熱”業已退潮後，為何會再次上演這樣一場同樣影響廣泛的“方法論熱”？ 冷靜來看，
“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情下對自然科學的提倡與重視。 歷經“文革”多年，社會各領域均

處於百廢待興局面，這尤其需要自然科學的力量加以改變。 受此影響，“科學主義”成為一種社會

進步與改革的重要力量。 因此，包括人文科學領域在內的知識界各行各業中，大量引入和學習自然

科學理論，便成為一種趨勢。
二是改革開放背景下對西方理論思潮的大量譯介和影響。 西方文藝思潮的譯介，既為文論美

學發展提供了新的思想資源，也極大拓展了人們的學術視野，使得在學術研究中敢於打破傳統並大

膽引入新知識、新視野，進行學術理論創新。
三是時代思想環境的更替和政治理想的模式改變。 “美學熱”的爆發正是人們尋求“感性解

放”與“人性覺醒”的符號隱喻，並通過“學術論爭”的話語方式得以登場與蔓延。 與此不同的

是———到 1985 年前後，“文革”陰霾逐漸散去，在新的時代環境影響下，尤其是西方思潮的不斷湧

動與刺激，“新一代”知識青年的成長已不滿足於對馬列傳統的詮釋，而是希冀創新與變革。 尤其

是希望在以歐美發達國家的政治模式中尋求“現代化”的中國出路。 於是，“方法論”的爆發不僅是

“美學熱”基礎上美學文藝領域的理論變革，更是一種學科範式的轉型以及方法論自覺創新後社會

政治理想的模式變革。
從某種層面上看，“方法論”的興起恰恰預示著“美學熱”的退潮，並在“現代化”與“文化中國”

等新的理論問題域與社會政治模式探尋下，被新一輪的“文化熱”所替代。 這種“美學熱”向“文化

熱”的過渡，既預示著社會思想發展潮流向更高形態的知識演變，又意味著美學研究逐漸回歸到正

常學科之後的理論沉寂。
1985 年，促動“美學熱”的社會因素逐漸彌散，時代思想轉型和新一代知識青年的崛起，尤其是

各種“叢書”為代表的“西學熱”及其表徵的“文化現代性”社會新思潮的湧動，均使得“美學熱”漸
被“文化熱”取代後趨於沉靜。 此後，“美學熱”時期創辦的各種刊物也在這種淡化趨勢中被迫紛紛

停刊，如：劉綱紀《美學述林》1983 年 6 月只辦一輯即停刊，蔡儀《美學評林》1984 年第七輯後停刊，
李澤厚 1987 年 11 月《美學》第七期後停刊，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理論室編《美學論叢》1987 年 12 月

第九輯後停刊，四川省社科院文學所《美學文摘》1988 年第六輯後停刊，等等。 這些現象均可視為

“美學熱”退潮的知識型標志。
以上從“先聲”、“起點”到“高潮”再到“降落”與“沉寂”，基本厚描出 1980 年代“美學熱”潮起

潮落的事件進程。 作為後“文革”意識形態危機及其“現代性重建”與馬克思人道主義思潮相融合

的產物，“美學熱”通過對“共同美”、“人性、人道主義及異化”等問題的探討，實則在與意識形態話

語的拮抗中提供了一種感性解放的動力，由此成為社會思想變革的中心。 馬克思“人道主義”與後

“文革”意識形態重建的訴求，也構成了“美學熱”最為核心的結構基礎。 作為一種感性解放的符號

隱喻，“美學熱”與意識形態的話語突圍相輔相成並在這種源動力的支撐下通過“精神文明建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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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獲得了全社會的廣泛參與，進而形成鼎盛之勢。 但當這種社會熱潮逐漸失去思想基礎，尤其是

與官方意識形態相抵牾時，其思想熱潮便歸於沉寂並由“公共話語”回落到“學科話語”中，最終在

新的時代語境內被“文化熱”所取代。
總之，意識形態的思想變革直接決定著 1980 年代“美學熱”的潮起潮落過程，美學話語亦負載

著走出“文革”以及“後文革”意識形態思想話語重建的新啟蒙重任。 作為感性解放的符號隱喻，歷
史使命的完結宣告著扮演公共話語的美學在退出歷史中心舞台後，終將回落到作為知識型的學科

話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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